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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国际议程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权力博弈的“第二张面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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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然而，并非所有
的全球性问题都会得到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组织、机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
的关注或同等关注，真正进入国际议程的议题更是凤毛麟角。为什么有些全球性问题
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并进入国际议程，而另外一些议题却未能进入议程? 国际议程

设置的机制是什么? 哪些行为体参与了国际议程的设置? 何种议程战略对于国际议

程设置较为有效? 本文借助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
回答这些问题。

一 议程设置:新闻传播学与政治学视角

尽管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 ( Robert O． Keohane) 和约瑟夫·奈 ( Joseph S．
Nye)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就提出了“议程设置”概念，①

但总体而言，国际关系学者对议程设置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开“议程设置”研究风气
之先的是新闻传播学。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新闻传播学者马克斯韦
尔·麦库姆斯( Maxwell McCombs) 和唐纳德·肖( Donald Shaw) 通过对 1968 年美国
总统大选期间查普尔希地方媒体对摇摆不定选民的投票态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新

闻媒体对公众舆论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 如果大众传播突出报道某些议题，这些

议题就会成为受众重点关注的对象。② 他们的研究证实了另一位新闻传播学者伯纳
德·科恩( Bernard Cohen) 在 60 年代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多数时间，媒体在告诉人们
该怎样想( what to think) 时可能不成功;但它在告诉读者该想些什么( what to think a-
bout) 时，却是惊人地成功。”③这一研究也推翻了新闻传播学界长期以来的流行观点:
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因此，他们被新闻传播学视为“议程设置研究之
父”。此后，包括麦库姆斯和肖在内的一大批新闻传播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媒体的议程
设置，详细考察各类媒体( 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 是如何通过新闻传播将媒体议程
( media agenda) 转化为公众议程( public agenda) 。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媒体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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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功设置公众议程，而且通过对议题( 或人物) 的属性描述，影响受众对该议题

( 或人物) 的态度和判断，他们将前者称为第一层次议程设置，后者为第二层次议程设

置。换言之，他们认为，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不仅体现在告诉人们想什么，还能影响人
们怎么想。①

不过，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新闻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研究也存在两大明显的不足:

第一，其关注的焦点是媒体如何影响受众，即新闻媒体如何将自己的议程转化为公众

议程，而对于它能否影响到政策的制定，或者说媒体议程对政策议程( policy agenda)
或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却关注得远远不够。② 第二，它将媒体议程视做自变
量，在此前提下考察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而很少考察谁来设置媒体议程这一

关键问题。实际上，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谁来设置媒体议程都是一个重
大的政治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言，通过对议程的控制，“有些议题进入政治领域，而
其他议题则被排挤出去”。议题控制“成为获取和拓展权力的首要工具”。③

新闻传播学在议程设置研究上的不足，部分为政治学的议程设置研究所弥补。
1984 年，美国著名公共政策学者约翰·金登( John W． Kingdon) 出版了《议程、备选方
案和公共政策》一书，系统提出了公共政策领域的议程设置理论。④ 在该书中，金登首
先提出这样一个研究问题: 为什么某些议题会受到政府的重视并进入政府的政策议

程，而另外一些问题和潜在备选方案却从来没有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 他将“议程”
界定为“政府官员或与其密切相关的政府外人员在特定时期内严肃关注的主题或问
题清单”，而“议程设置”过程则是将所有可能的问题集合( set) 缩小为他们实际上聚
焦关注的问题集合。他指出，大致说来，两类因素影响了议程设置以及备选方案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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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参与者以及过程。他以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为蓝本，指出影响议程设置
及备选方案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总统、国会、行政官员以及政府之外的各种势力
( 包括媒体、利益集团、政党和公众) ，其中总统及其任命的行政官员以及重要的国会
议员对议程设置的影响远远超过职业官僚或非政府行为体。这些参与者通过三个过
程来具体影响政府的议程设置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问题过程、政治过程以及政策过程。
首先是问题过程。要进入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前提条件是它得被认为是“问题”，否
则它根本不会被关注。通常，一些显著的指标、突发性事件以及政府官员获得的关于
正在实施项目的反馈信息有助于人们判断是否出现了“问题”。其次是政治过程。政
府换届、政党变化、利益集团压力以及公众情绪的变化都会极大地影响政府的议程设
置。最后是政策过程。这里主要是指特定政策领域的专家如何利用他们的技术专长
制定政策方案和替代性方案，以便在合适时机供决策者参考。①

金登指出，问题过程和政治过程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议程设置，而政策过程更多涉

及具体的政策和备选方案的制订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前奏，后者是前者的逻辑延伸。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少不了政府内外参与者的积极介入。正是不同的参与者与
不同过程的汇聚，才最终导致了政府的议程设置和政策( 备选) 方案的形成。②

在金登之后，苏珊·哈蒙德 ( Susan Webb Hammond) 、托马斯·伯克兰 ( Thomas
A． Birkland) 以及杰弗里·皮克( Jeffrey S． Peake) 等诸多学者具体研究了美国国会、
总统、最高法院乃至突发事件( focusing events) 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和
影响，爱德华兹三世 ( George C． Edwards III) 等学者则深入研究了总统、国会与媒
体之间的议程设置关系。③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政府的议程设置提供
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而且也为研究国际议程设置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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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议程设置:研究现状

基欧汉和奈堪称国际议程设置研究的先驱。他们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提
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由于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
等“多渠道联系”的加强( 即国际政治行为体多元化) ，国际议题的多元化以及军事力
量在国际政治中重要性的下降，议程形成的政治也更为微妙和多样化。“在国际层次
上，国家和行为体‘在各种论坛展示自己的观点’，并力图使自己关注的问题在国际组
织中提出来，通过议程的扩大或缩小追求自身优势的最大化。”①值得一提的是，他们
还提出了国际议程设置中正在涌现的两个重要现象: 第一，一国总体上的权力并不能

保证该国在所有议题领域内都具有决定性的议程设置能力，相反，某一具体议题领域

内的议程设置能力取决于该议题领域内的权力分布，“各议题领域中的权力资源分配
的变化将对议程产生影响”。第二，即使各国能力不变，跨国行为体重要性的增加也
将影响议程( 设置)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关于多国公司的宣扬及其过去 20 年间的
迅猛发展，使得多国公司的管理在联合国议程和国家议程中的地位上升。”②

在冷战行将结束的 1990 年，奈再一次敏锐察觉到国际政治正在发生的巨变，并适
时提出了“软权力”概念，指出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在今后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将进一
步下降，而议程设置或对议程的控制等“软权力”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在《软权力》
及《正在变化的世界权力本质》等文章中，奈提出，“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
它能否在下个世纪成为最具有物质资源的超级大国，而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政治

环境并让其他国家做它希望它们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设置议程、塑造世界政治
状态结构，和在具体案例中让他国发生改变一样重要”。奈将“让他者做你希望他们
做的事”的能力称为“同化性权力( co － optive power) ”或“软权力”，指出这种权力不
是依靠命令或武力，而是“源自对议程的设置以及对辩论框架的决定”。③ 遗憾的是，
奈并没有在理论上对国际议程设置进行深入探讨，只是将其作为“软权力”的组成部
分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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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将国际议程设置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是理查德·曼斯巴赫 ( Richard W．
Mansbach) 和约翰·瓦斯克斯( John A． Vasquez) 。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要深
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议题”范式，从而改变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权力政治”主导范
式。① 他们指出，全球政治变化的过程就是重大议题( critical issue) 的提出和解决的过
程。在政治体系中，所谓重大议题是指“那些最为突出的议题”，它们往往占据( 体系
内) 最重要行为体个人议程的首位，能够引出其他议题或重新界定其他议题。② 而议
程则是指“诸多行为体对于它们争论不休的议题所提出的、旨在解决利害关系的全部
提议”。在全球层面，由于不存在明确的、权威性的决策者，因而不会像国内政治那
样，有一个官方的或正式的议程。相反，每个全球政治行为体都有其自己的“外交政
策”议程，涵盖其关心的国际议题清单。因而全球( 国际) 议程“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些
议题及其相关提议，它们引起了众多行为体或那些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为体的严

重关注”，包含了单个行为体议程中彼此重叠的部分。③ 曼斯巴赫和瓦斯克斯强调指
出，单个行为体能否成功地将其个体议程设置为全球议程或国际议程，关键取决于它

能否拥有国际议程的“进入渠道( access routes) ”: “这些进入渠道决定了何种资源对
于将议题纳入议程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政治中存在两大类行为体: “声势显赫”的行
为体( high － status actors) 及弱小的行为体。前者由于对全球传媒及国际组织具有巨
大的影响力，可以直接设置国际议程;后者由于资源有限，必须借助与这些声势显赫行

为体的“特殊关系”或利用国际组织，才有可能引起前者的注意，从而间接设置议程。
换言之，在国际政治中，只有那些“声势显赫”的大国才拥有直接设置国际议程的“进
入渠道”，弱小行为体只有间接设置国际议程的“进入渠道”。④ 曼斯巴赫和瓦斯克斯
还提出了“议题周期”概念，指出全球重大议题往往都要经历“酝酿、危机、仪式化、休
眠或决策、权威性分配以及从议程中消失”几个阶段。“议题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
个阶段，可以看做( 国际体系的) 微观变化;而一个重大议题的解决以及另一个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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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议程，则是( 国际) 体系内更为根本性的宏观变化。”①

斯蒂芬·利文斯通( Steven G． Livingston) 指出，议程设置是“在相关的行为体群
体中，将议题提升到显著性的过程”。在国际政治中，议程设置及对议程的控制至关
重要，它是“获取和拓展权力的首要工具”。② 利文斯通还在曼斯巴赫和瓦斯克斯的议
程“进入渠道”基础上，提出了议程“切入点( access points) ”概念，指出国际政治的议
程设置是通过“议程切入点进行的，也是通过切入点来进行议程控制的”。所谓“切入
点”，是指行为体构建令人信服的议题的场所。在国际政治中，它大致包括四类场所:
全球知识生产场所、跨国网络及传媒、关键的国际组织或机制、国际会议或联盟等外交
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切入点，问题的界定、政策备选方案以及议题显著性三者结合起
来，从而塑造了一项国际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议程设置的成功取决于一个行为
体是否居于有利地位，恰好拥有或可以利用这些切入点”。③

在国际议程设置的有限文献中，肯尼思·拉瑟福德( Kenneth R． Rutherford) 的研究
独树一帜。他充分吸收了新闻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具体考察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
禁雷运动中的议程设置作用。他提出，在禁雷运动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两个层次
进行了议程设置:第一个层次是“认知议程设置( cognitive agenda － setting) ”，即国际非
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手段让( 各国) 政府及公众认为地雷是个重要的议题，从而将地雷议

题列入国际议程;第二个层次是“规范议程设置( norm agenda － setting) ”，即国际非政府
组织通过改变政府及公众对地雷的看法，最终促使国际社会在禁雷上采取行动。第一层
次议程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将地雷列入国际议程，第二层次议程设置的目的则是通过对地

雷议题的重新解读来改变政府及公众对地雷的看法，并最终采取行动。
那么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进行两个层次的议程设置的呢? 或者说其议程设置的

机理是什么呢? 在此，拉瑟福德借鉴了新闻传播学议程设置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正是

通过“框架构建( framing) ”、“图式( schema) ”以及“铺垫( priming) ”这三个过程，国际非
政府组织完成了地雷议题的议程设置。所谓“框架构建”，是指对特定议题中的要素的
选择。这些要素是用来“提倡某种特别的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以及对该项目的
政策建议”。其观点是人们思考某个议题的方式取决于该议题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
“图式”是一个与框架构建紧密相联的概念，但它更关注人们是如何组织其思维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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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复杂的信息降低到少数几个可控制的框架，以便处理和加工。“铺垫”则是“图式被激
活的过程”。它假定频率、突出性或刺激的特征激活了原先习得的认知结构并影响到对
于模糊刺激的理解。其关键因素是媒体曝光的频率和强度。① 国际非政府组织正是通
过将地雷重新“构建”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而非安全问题，并佐以大量的数据( 图式) 及
活生生的受害者故事( 铺垫) ，从而将地雷议题列入国际议程，改变国际社会对地雷的看

法，并最终促使国际社会在禁雷上采取了果敢行动。②

此外，彼得·哈斯( Peter M． Haas) 、彼得·纽厄尔( Peter Newell) 、沃尔特·马特
里( Walter Mattli) 等人还分别考察了专家群体( epistemic community) 、倡议团体( advo-
cacy group) 及国际标准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议程设置中的作用。③

三 国际议程设置的参与者与议题发起者

结合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初步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概念上的界定。所谓“议
程”，是指在特定时期内，相关行为体严肃关注的问题或事项。“议程设置”则是相关
行为体通过采取措施使得自己关心或重视的议题得到优先关注的过程。而“国际议
程”或“全球议程”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内，那些被认为具有全球重要性并受到相关国
际组织或国际会议严肃关注的议题或问题。“国际议程设置”则是相关行为体将其关
注或重视的议题列入国际 /全球议程，获得优先关注的过程。
正如曼斯巴赫和瓦斯克斯所言，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缺乏一个明确的、权

威性的决策者，因而不会像国内政治那样，有一个官方的或正式的议程。相反，每个全
球政治行为体都有其自己的“外交政策”议程，涵盖其关心的国际议题清单。因而，国
际议程设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或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议题本身的
轻重缓急可能并不是决定其能否列入国际议程的主要指标;相反，国家间的权力博弈、
是否拥有议程“进入渠道”或靠近议程“切入点”，将是决定国际议程设置最终结果的
最重要要素。
然而，尽管权力、议程“进入渠道”和“切入点”在国际议程设置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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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基欧汉和奈所言，一国总体权力上的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该国能够在所有议题领

域内都具有优势。拉瑟福德、哈斯、纽厄尔、马特里等人的研究昭示，即便是被现实主
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无足轻重”的非国家行为体，也能够在特定议题领域具有强大
的议程设置能力。换言之，国际议程设置并非是大国“通吃”的过程，而是一个具有诸
多博弈者参与的“非集中、多层次”的博弈过程。
金登关于美国政府政策议程设置参与者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国际议程设置的参与

者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他认为，美国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参与者涵盖政府内
和政府外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总统、国会和行政官员，后者主要包括媒体、利益集团、
政党、专家学者和公众。正是这些不同参与者的共同参与和博弈，最终决定了政府政
策议程的内容。在国际政治领域，虽然不存在“政府内”和“政府外”的区分，但金登对
诸多行为体及其作用的论述还是给我们研究国际政治议程设置以极大启发。议程设
置参与者的角色身份及其议程设置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国际议程设置中

的地位及成败。
在国际议程设置中，参与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国家

行为体容易理解，就是所有被联合国接纳的成员国。在这类行为体中，那些具有地区性
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无疑是国际议程设置的佼佼者或

主要博弈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2001 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后，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物质
资源、全球性媒体以及在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成功地将“反恐”列入全球议程。正如曼
斯巴赫和瓦斯克斯、利文斯通等人所言，这类行为体具有强大的物质资源，而且靠近议程
切入点，“能够直接设置议程”。而那些相对弱小的国家，可以动用的资源相对稀少，甚
至处于议程切入点边缘，因而其设置国际议程的能力大打折扣。①

不过，如前所述，国际议程设置并非大国“通吃”的舞台，在国家行为体之外，还存
在大量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媒体、专家群体、倡议团体甚至是个人。媒体是国际议
程设置的极为重要的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方媒体。媒体通过突出
报道某些事项( 即第一层次议程设置) ，或通过对某些议题属性的选择性“框架构建”
( 即第二层次议程设置) ，会极大影响受众对这些议题的认识和看法，形成舆论压力，

并进而推动该议题进入国际议程。例如美国媒体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连续刊登和播
放关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基地”组织之间联系的专题节目和新闻。
“CNN曾连续多日播放专题，讲述一些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如何接受萨达姆政权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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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包括十分生动的伊拉克驻捷克外交官和执行恐怖袭击主要任务的阿塔如何在布拉

格会面的故事。”①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和报道，它部分成功地将伊拉克政权与本·拉
登恐怖主义网络联系起来，为后来美国攻打伊拉克做好了国内、国际舆论铺垫。
专家群体是指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对政策目标持有某些共同政治价值观的专家、

专业人才团体或网络。② 根据哈斯等学者的研究，随着现代社会官僚机构的日益扩张
和决策的日益“理性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群
体在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现了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言的“知识
与权力的共生和知识的权力化”。③ “20 世纪社会进步的很大一部分历史，就是一部
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由政治领域转移到专业知识领域的历史。”④在全球化日益
加深的今天，无论是全球气候变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还是减贫和防范全球金融
风险，都离不开专家群体的积极参与。专家群体通过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提
供针对这些议题的“科学或标准化解读”，消除认识误区，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正
因为他们具有的独特优势，取得了国际议程设置相当大的发言权。在全球气候谈判和
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就活跃着一群气候专家的身影，其中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要数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 。它是由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 2 500 多名专家学
者组成，主要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现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
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实施
提供科学技术咨询。它每五年出版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迄今为止，已经发布了四
份全球气候评估报告，它们成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科学基础，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产生了重要影响。⑤

倡议团体也是国际议程设置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莉萨·扬( Lisa Young) 等人
的定义，“倡议团体”是指“寻求影响政府政策但并不参与统治的任何组织”。它分为
寻求“部门利益”的倡议团体和寻求“集体利益”的倡议团体。作者指出，倡议团体为
广大民众提供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途径，特别是为那些无法在主流制度中获得表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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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捍卫自身利益的渠道，也促使政府更好地回应民众需求，有利于更好的公共政

策的出台。① 在国际政治层面，倡议团体通过发起各类社会运动，引起国际媒体的广
泛关注，从而向相关国际组织或国家施压，赢得国际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或成功设置国

际议程，并可能最终达成其倡导的目标。例如在反对捕鲸的国际倡议中，绿色和平组
织等诸多反对捕鲸的倡议团体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通过组织抵制鲸鱼产品消
费、在公海围堵捕鲸船、在全球播放反对捕鲸的纪实性电影，甚至试图炸沉捕鲸船等暴
力和非暴力方式，阻止苏联、日本等国的捕鲸活动。这些倡议团体的抗议活动不仅给
捕鲸国施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也极大改变了国际社会对捕鲸的看法，并成功设置了

反捕鲸国际议程。②

在国际议程设置中，个人特别是那些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名人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拉瑟福德的研究表明，在国际禁雷运动中，英国戴安娜王妃、南非总统曼德拉都在其中
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呼吁，最终让英国和南非加入了国际

禁雷行列。国际名人在国际议程设置中的作用主要源自他们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和人
际网络。如果一项国际议题能够得到国际名流的支持或积极倡导，那么其进入国际议
程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议题的发起者与议程设置参与者有重叠之处，但并不等同。前者是某项议题的发

起人和提出者，或者说是该议题议程设置的“始作俑者”，而后者只是当该议题被提出
来之后，作为议程设置的参与者积极参与针对该议题的议程设置。换言之，议题的发
起者必然也是议程设置的参与者，而后者并不必然是议题的发起者。例如，上面提到
的国家、专家群体、倡议团体乃至个人，既是重要的议题的发起者，也是国际议程设置
的重要参与者，但一般而言，媒体往往不是议题的发起者，而是发起者借以影响公众舆

论、构建舆论压力的“同盟军”，即它只是国际议程设置的参与者。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不将国际组织( 包括非正式国际组织) 及国际机制视

为国际议程设置的参与者，而是将其看做国际议程设置的主要场所或平台( 即下文提

到的“切入点”) 。主要借助这些平台，各类议题发起者将自己偏爱的议题上升为国际
议题，从而进入国际议程。换言之，一项议题能否进入国际议程的重要标准是它是否
被列入了这些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议程。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议程具备了某种初
步的、类似于国内政策议程的“官方的、正式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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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Young and Joanna Everitt，Advocacy Groups，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pp． 5 － 6，17．

Robert Mandel，“Transnational Resource Conflict: The Politics of Whal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
ly，Vol． 24，No． 1，1980，pp． 99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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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际议程设置机制

由于议程本身的技术特征———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可进入议程的议题数量相对
有限，即有限的“承载能力”———决定了在同一时期内不可能将各方关注的议题全都
列入议程，因而议程设置具有天然的“零和特征”: 一方设置的议题越多，就意味着他
方能够列入议程的议题越少。① 加之国际议程设置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重
大的政治利害关系和资源( 重新) 分配，因而国际议程设置历来为各国所关注。
那么各国是如何将自己偏好的议题列入国际议程，或者说国际议程设置的机制到

底是什么? 结合前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国际议程设置大致包括如下几个阶段或过

程:议题选择与界定、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寻找“切入点”以及最终进入议程。通过
这一过程，议题的发起者成功吸引足够多的议程设置参与者，并借助恰当的切入点将

议题列入国际议程。
首先是议题的选择与界定。同国内政治一样，在任何给定时期内，国际政治中都

会有大量值得关注的议题，但议程本身的承载能力决定了在同一时期内只能有少量的

议题能够进入议程。而且，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议题本身也具有惯性特征:一旦进入
议程，往往会停驻相当长时期，直到该议题被最终解决或其重要性不再突出。② 这意
味着新议题若要进入议程，还必须在重要性或紧迫性方面与既有议题进行竞争。因而
议题的选择与界定十分重要，它决定了一项议题能否引起足够关注以及最终能否进入

议程。鉴于国际议程设置是多方博弈的产物，议程设置过程充斥妥协、让步与交易，因
而只有那些能够获得足够支持或引起强烈共鸣的议题才有望最终进入议程。这意味
着议题发起者在选择议题时，最好能够选择那些至少具有一定“公共产品”属性的议
题，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些仅对本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议题，否则很难引起其他方的

兴趣和共鸣。如果非得选择那些不太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议题，最好能够通过对
议题的重新解读或界定，将其与“公共产品”挂钩，以便获得更多支持。在此，议题界
定的意义在于，通过将某个议题界定为此类议题而非另一类议题，改变人们对该议题

的认知，从而赢得更为广泛的同情与支持。例如在前述禁雷运动中，非政府组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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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针对非战斗人员的地雷界定为人道主义问题而非安全问题，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地雷

问题的认知，为禁雷运动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基础。概言之，在议题选择与界定环节，有
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选择那些既与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又能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

注的议题;二是设法将选择的议题界定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议题，或将一个纯粹
的技术议题上升为政治或伦理问题。当然，正如金登等学者所言，在议题的选择上，发
起者并非总是握有主导权，更多时候是一些重大的突发性事件( 如灾难、战争或重大
科学发现) 将议题推到提出者面前，后者只是因势利导或加以重新解读，从而成功地

设置了议程。①

其次是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在某种意义上说，议题的( 重新) 界定为冲突拓展
与利益动员铺设了道路。通过将一个地方性议题或纯粹的技术问题界定为具有体系
重要性的议题或意义深远的政治和伦理问题，将极大拓展冲突的范围，将更多的利益

攸关方牵涉进来，导致利益的重新洗牌和新的议题联盟的出现。国际议程有限的“承
载能力”决定了议程设置是一个充满冲突的“零和”博弈过程。一项议题能否成功进
入议程，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议题的提出方能够吸引足够多的潜在支持者或盟友，

这一过程就是冲突拓展与利益动员的过程。如果议题提出方能够成功拓展冲突，结成
广泛的议题联盟，实现最大程度的利益动员，那么议题进入议程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

则议题进入议程的可能性较低。在国际禁雷运动中，最初发起禁雷运动的美国越南老
兵基金会与德国一个医疗非政府组织于 1992 年共同成立了“国际禁雷运动( ICBL) ”
组织，以便在国际禁雷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此后该组织通过举办国际禁雷会议，
游说美国、英国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改变对禁雷的敌视态度，吸引诸如戴安娜王
妃、曼德拉总统等国际名流加入禁雷运动，通过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媒体提供受害者的事例和信息以及与包括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非政府

组织合作，搭建起禁雷的立体式议题联盟网络，最终不仅成功设置了国际禁雷议程，还

取得了政策实效。
再次是寻找恰当的议程“切入点”。议题的选择与界定以及冲突拓展与利益动

员，都只是为议题进入议程进行铺垫，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寻找到恰当的议程“切
入点”。尽管曼斯巴赫和瓦斯克斯、利文斯通等人分别提出过议程“进入渠道”和“切
入点”概念，但两者对概念的界定都过于模糊或宽泛。例如，曼斯巴赫和瓦斯克斯在
论述议程“进入渠道”时，提出“声势显赫”的大国对全球传媒及国际组织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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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直接设置国际议程，而弱小国家只能通过与大国的“特殊关系”或借助于国际
组织才能间接设置国际议程。其言下之意是，全球传媒和国际组织是一国设置国际议
程的“进入渠道”。这与利文斯通提出的国际议程设置的四大“切入点”有相似之处，
后者认为“全球知识生产场所、跨国网络及传媒、关键的国际组织或机制、国际会议或
联盟等外交活动”是国际议程设置的主要切入点。换言之，他们都将国际传媒和国际
组织( 以及国际机制、国际会议、联盟) 视做国际议程的切入点和渠道。本文认为，不
能将国际传媒与国际组织的作用混为一谈。国际传媒是国际议程设置的重要参与者，
本身并非国际议程的“切入点”。一项议题被国际传媒广泛报道，只是为该议题进入
国际议程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压力或环境，但其最终能否进入议程还取决于它是否被相

关国际组织、机制或国家严肃认真考虑，也就是说，国际传媒议程并不等同于国际议
程。相反，国际组织( 以及国际机制、国际会议) 才是国际议程设置的真正场所和“切
入点”。正是通过这些场所和“切入点”，各类议题发起者将自己偏爱的议题上升为国
际议题，从而进入国际议程。
如何选择合适或恰当的国际组织( 以及国际机制、国际会议) ，是每个议题发起者

和参与者都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如果将一个经济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
个以重大国际安全议题为关注对象的“切入点”，那么很可能它不会被列入议程; 同
理，如果将一个重大的军事安全议题提交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这样的非安

全组织进行讨论，将很难被列入议程。有时一项议题可能更适合在范围较小、保密性
相对较强的非正式组织( 如八国集团) 中提出，而不是在成员众多、程序刻板的正式组
织中提出。如果是涉及技术性的议题领域，那么可能更适合在相关的国际机制里提
出，而不是在一般性的国际组织中提出。如果既有的相关国际组织无法提供合适的平
台，那么相关议题发起者或参与者可能通过创建新的“切入点”，从而设置新国际议
程。如在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通过发起“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一新颖的制
度形式，为摆脱困扰美国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寻求恰当的议程“切入点”，并成功设置
了国际议程。
最后是成功进入议程。寻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可以说为议程的成功设置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成功，还需要大量的动员与公关。除了前述“冲突拓展
和利益动员”阶段外，在此阶段，相关议题发起者还必须再次进行广泛的利益动员，寻
求尽可能多的盟友和支持，扩大同情者、争取摇摆者、孤立反对者。这一阶段也是国家
与非国家行为体，专家群体、倡议团体乃至国际名流，发起者与国际传媒广泛结盟时
期，形成针对该议题的立体式联盟网络，并最终将相关议题纳入国际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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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思考

美国政治学者彼得·巴克拉克 ( Peter Bachrach ) 和莫顿·巴拉茨 ( Morton S．
Baratz)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权力的两张面孔”的著名论断，指出在政治生活中，权
力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可察觉的决策之中( 权力的第一张面孔) ，还蕴涵于阻止某些
议题进入决策程序的无形因素之中，即议程设置之中( 权力的第二张面孔) 。① 在国际
政治舞台中，议程设置无疑是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它决定了什么议题可以进入国际议
程，什么议题被排除在国际议程之外。同时，通过主导议程设置，一些行为体决定了哪
些议题可以获得优先关注，哪些议题将处于边缘地位。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际议程设置中，相关议题发起者通过议题的选择和界定、冲突

拓展与利益动员以及议程切入点的选择，最终成功设置国际议程，从而将自己偏爱的议

题列入国际议程，将可能对己不利的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在这一国际议程设置过程
中，不仅传统的国家行为体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非国家行为体，例如媒体、专家群体、倡
议团体乃至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如果议题发起者能够成功吸引足够多的参与者，
建立起立体式的议题联盟网络，那么其成功设置国际议程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
对于国际议程研究而言，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框架。在具体的议题领

域，一国是如何通过国际组织( 包括非正式国际组织) 和国际机制设置国际议程? 大

国和小国在国际议程设置上到底存在何种区别? 一国总体权力与其国际议程设置能

力的关系如何? 专家群体、倡议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议程设置中的具体作用如
何? 国际传媒如何参与国际议程设置? 作为国际议程的“切入点”，正式国际组织与
非正式国际组织( 如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金砖国家集团) 及国际机制在议程设置机
理上有何不同? 突发事件对国际议程设置有何影响? 新兴大国在国际议程设置上有

何优势和劣势? 如何改进新兴大国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和战略? 所有这些都是今后

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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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 based on the existing agenda － setting literatures in mass media communicatio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argues that international agenda － setting is a
process of issue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conflict expansion and interest mobilization，
and a search of appropriate agenda access points by the relevant actors till it enters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During this process，the traditional state actors as well as non －
state actors，such as media，epistemic communities，advocacy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re all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international agenda － setting． If the international issue
entrepreneurs succeed in building up a wide issue coalition network composed of state
and non － state participants，the chance the issue enters international agenda will be
greatly enhanced． Finally，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nternational agenda － setting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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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fferent from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which focuses on the reasons of the co-
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this paper provides new
insights by introducing an“offer － response”model． It tries to include more elements tha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tribute to th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and provide a more balanced explanation to these determinants． Based on this
model，China － ASEAN coope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Case studies show that
the first offer usual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wards reaching an agreement． Finally，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both China and ASEAN lack impetus that is strong enough to make an

·651·

No． 10，2011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


